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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是提高非物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

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法、Moran′sI 指数分析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特征。研

究表明:①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主体。传统音乐、

传统手工技艺、曲艺、传统舞蹈是重庆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的主要类型;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传统美术、民俗是市级项目的主要类型。②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整体上呈南多北少、总体分散和“中心—外

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③基于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提出中心外围区、两翼地区“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

合;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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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作为现代“活态”传统文化表征,是各民族历史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特有

而丰富的价值,积淀着各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高度的活动性[1]。各国和各民族都希望

通过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中,非遗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准,成为民族和国家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2]
。 

国际上对非遗保护已逾二百年的历史,目前非遗保护的理念和经验也日趋成熟。非遗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于

非遗的内涵及演化和保护体系,提供一个历史性、渐变性与关系性的立体型概念体系[3-5]以及非遗理论的建构和探讨[6-7]。在多元

社会背景下,非遗保护涉及有形遗产、知识产权、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关系性主题,学者们从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对策

与保护意见,对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8],对非遗的迁移现象及所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以及促进遗产传承与创新的

现象等提出针对性建议[9-10],政策制定与执行对非遗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11],从注重“物”的保护理念向以“人”为主导保

护理念的转变,例如对非遗资源的旅游化利用及非遗的被认知度和增强社区成员的身份意识进行了研究[12],补充和完善了非遗保

护体系框架。 

我国的非遗研究始于 2002 年,这一阶段主要着眼于非遗概念、非遗特征和非遗保护[13-14],随着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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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成员,非遗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领域聚焦于非遗保护的相关理论、路径及政策解读[15-17]。随着非

遗研究更多地向实践过渡,不仅重视非遗本身概念的界定和保护传承,也开始偏重于用数字方法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研究领

域聚焦于资源描述、资源聚合、资源服务及非遗的传播和开发利用研究,如文化空间、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文化产业
[18-24]

,而对

非遗类型和空间结构研究着重于全国尺度[25-26]、部分省份等[27-29]。尽管重庆市非遗种类、内容都十分丰富,其开发与保护也得到

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但对非遗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甚少,非遗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内涵和城市精神培育的相关性[30]、产

业化发展及私法保护模式[31-32]等方面。而研究非遗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是提高非遗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

文在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借助空间分析方法重点分析重庆市非遗的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模式,以期为重庆市非遗

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西南内陆,古巴国地,全市有 26个市辖区、8个县、4个自治县,总面积8.24×104km2,由于天然封闭的环境、严重

阻隔的交通及远离中原经济文化中心的区位,造成了巴渝文化相对滞后与神秘模糊的复杂定势。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地势呈

南北向朝长江河谷倾斜,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占 76%。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区,形成了巴渝文

化、抗战陪都文化、红岩革命文化、三峡天人文化等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两江贯穿和多山地貌使重庆的大多数城市和历史文

化区都沿江而分布,例如主城 19 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有 11 个沿江而分布,马桑溪老街、米市街、慈云寺老街、弹子石老街、寸

滩老街、鱼洞老街沿长江分布,金刚碑历史文化风貌区、磁器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沿嘉陵江分布。多民族聚居、沿江而居,使重庆

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如川江号子、南溪号子、抬工号子、新津号子等非遗都是重庆地貌特征的典型体现。而位

于西南内陆,为重庆非遗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土壤和环境。根据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及经济环境的明显差异,重庆市大

致分为主城区(主城九区)、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到的非遗数据主要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实地调研获得。截至 2018 年 1月,据重庆市文化研究院统计,重庆

市共有国家级非遗 44项,涉及非遗的 9个门类(表 1)。重庆市级(省级)非遗共计 511项(表 1),涉及非遗的 10个门类。但由于其

中部分非遗是由若干县和单位联合申请并被授予的,如金钱板(九龙坡区、万州区、铜梁县)、黄杨木雕刻工艺(沙坪坝区、渝中

区)、巴渝民间泥塑(万州区、合川区、大足区、忠县)、渝州竹雕(万州竹雕、大足竹雕)、薅草锣鼓(黔江区、城口县)、土法造

纸技艺(忠县、城口县、梁平县)、打绕棺(石柱县、酉阳县、秀山县)等同一非遗项目往往存在于不同地区,本文在各区数量统计

时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非遗进行拆分,共计 523项,因区县级非遗项目数量庞大,所以本研究不涉及区县级非遗项目。 

表 1重庆市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重庆市国家级非遗项目 重庆市市级非遗项目 

类别 数量/项 类别 数量/项 

民间文学 2 民间文学 21 

传统音乐 15 传统音乐 95 

传统舞蹈 4 传统舞蹈 50 

传统戏剧 2 传统戏剧 26 

曲艺 6 曲艺 16 

民俗 3 民俗 42 

传统美术 3 传统美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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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技艺 7 传统手工技艺 172 

传统医药 2 传统医药 20 

体育游艺竞技 0 体育游艺竞技 24 

合计 44 合计 511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ArcGIS10.4 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对重庆市非遗文化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测算其分布密度,

进而分析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 

2.2.1 最邻近点指数 

非遗在宏观空间上为点状分布,点状要素有均匀、随机和凝聚3种形态。最邻近点指数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相互邻近

程度的地理指标,其公式如下: 

 

式中:R为最邻近距离指数;rˉ是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r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为点数;s为区域面积。当R=1 时,则为随机分

布,R>1为均匀分布,R<1为凝聚分布。 

2.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热点和冷点识别与分析的一种有益的探索性工具,它能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公式为: 

 

式中: 为核函数;h>0为宽带;(x-xi)表示估值点 x到 xi的距离。f(x)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 

2.2.3 Moran'sI指数 

Moran′sI 指数又称为空间相关指数,通常反映的是空间权重矩阵或空间邻近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的似然程度,用以分析区

域空间单元的属性在空间上分布现象的特征。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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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 Moran指数;xi、xj表示在第 i、j区域单元上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当空间区域相邻时为 1,不相邻时为 0。

Moran′sI 指数取值范围在[-1,1]之间。Moran′sI 指数>0,表明非遗数目多或少的区域即高值区(或低值区)在空间上呈聚集态

势,当I值越趋近1时,表示研究单元空间集聚性越显著,当I<0,表明观测区域非遗数目与周边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趋近-1,

表示单元与周边区域趋异性越显著,即高值(或低值)空间呈随机分布的格局[33]。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类型分析 

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1372项,第一批518 项,第二批 510项,第三批 191项,第四批153项,共计 1372项,而重庆市有 44项国

家级非遗,第一批13项,第二批16项,第三批10项,第四批 5项,总计占全国国家级非遗的 3.2%(表 2)。由此可见,重庆市国家级

非遗在全国所占比例较少。重庆市国家级非遗中,传统音乐占 34.1%,传统手工技艺占 15.9%,曲艺占 13.6%,舞蹈占 9.1%,此四类

合计占 72.7%,传统美术、民俗、传统医药、传统戏剧、民间文学所占比例较少,体育游艺竞技比例为 0。重庆市级非遗 511 项,

第一批 62 项,第二批 97 项,第三批 119 项,第四批 110 项,第五批 123 项,其中传统音乐占 18.6%,传统手工艺占 33.7%,传统舞蹈

占 9.8%,传统美术占 8.8%,民俗占 8.2%,此五类共占 71.1%,而传统医药占3.9%、民间文学占 3.9%、曲艺占 3.1%,传统戏剧占 5.1%,

所占比例较少。由此可见,重庆市非遗中国家级非遗比例较少,主体是市级非遗项目。在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手工技艺、传统

音乐、曲艺、传统舞蹈占主体地位,传统体育竞技非遗为 0;市级非遗中占主体的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

术、民俗,而医药、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所占比例较少。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都

具有较强的展示性、参与性、体验性,这为重庆市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表 2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批次数量 

级别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合计 

重庆国家级（项） 13 16 10 5 0 44 

全国国家级非（项） 518 510 191 153  1372 

所占比例（％） 2.5 3.1 5.2 3.2  3.2 

 

3.2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分布 

3.2.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从图1得出,17项国家级非遗分布在主城区,占38.6%,超过总数的1/3;主城周边区县共8项,占18.2%;渝东北8项,占18.2%;

渝东南 11 项,占 25%。按密度来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区域的平均密度为 5.24 项/万 km
2
,主城以 31.07 项/万 km

2
居首位,远远高

于平均密度,居第一层次;渝东南地区以 5.54 项/万 km2略高于平均密度,居第二层次;主城周边地区和渝东北地区低于平均密度,

处于第三层次。国家级非遗以主城为中心,呈现向外围—两翼显著递减的趋势。各区内分布又极不均匀,渝东南地区集中分布在

四大少数民族自治县内,渝东北地区集中分布在梁平、万州、丰都、巫山;仅有巫山县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丰都县的庙会、万州

区的四川竹琴和金钱板,以及梁平县的癫子锣鼓、抬儿调、梁山灯戏、木板年画和梁平竹帘等 9 项非遗位于重庆的北部地区,占

20.5%,其他 35项非遗都位于重庆的南部地区,占 79.5%。由此可见,重庆国家级非遗呈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且形成了以主城为中

心,向外围—两翼呈显著递减的趋势。 

表 3重庆市国家级非遗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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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数量（项） 比例（％） 面积（万 km2） 密度（项/万 km2） 

主城区 17 38.6 0.5472 31.07 

主城周边地区 8 18.2 2.1190 3.78 

渝东南地区 11 25.0 1.9853 5.54 

渝东北地区 8 18.2 3.7523 2.13 

总计 44 100.0 8.4039 5.24 

 

3.2.2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重庆市 511 项(拆分为 523 项)市级非遗项目可见(表 3、图 1),总体上分散在四大区域(图 1),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两

翼”的格局。其中主城区占 134项,占 25.6%;主城周边区县占142 项,占 27.2%;渝东北区域占 132 项,占 25.2%;渝东南区域占115

项,占 22%,仅从数量上来看每区所占比例均衡;但按密度来看,分为 2 个层次,区域的平均密度为 116.81 项/万 km²,主城区以

244.88项/万 km²居首位,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曲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等七大类。由此可见,

主城区是重庆市级非遗集中分布的地区,且非遗类型主要是参与性、展示性、体验性强的项目。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

东北地区均低于平均密度,且呈依次递减的趋势,形成了从中心到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外围地区即主城周边地区,处于市

级非遗分布的第二层次,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曲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和体育游艺竞技、民间

文学等类别。 

 

图 1重庆市国家级和市级非遗分布图 

表 4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 

区域 数量（项） 比例（％） 面积（万 km2） 密度（项/万 km2） 

主城区 134 25.6 0.5472 244.88 

主城周边地区 142 27.2 2.1190 67.01 

渝东南地区 115 22.0 1.9853 57.93 

渝东北地区 132 25.2 3.7523 35.18 

总计 523 100.0 8.4039 1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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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翼为渝东南地区(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和武隆)和渝东北地区(梁平、万州、丰都等),渝东南地区涵盖了传统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等五大类;而梁平、万州、丰都市级数量分布也较多。可见,市级非遗集中分布

在主城、主城周边及两翼地区,涵盖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俗和传统美术、体育游艺竞技等七个

大类,这些地区非遗具有强烈的参与性、体验性和展示性特征,具有较强的旅游开发价值。 

3.2.3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密度和邻近点指数分析 

运用ArcGIS10.4软件核密度分析工具,可得出重庆市级不同类型“非遗”的分布特征(图2):(1)民间文学类非遗在主城及邻

近主城的周边地区(江津和大足地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北地区的巫山、巫溪及渝东南地区的石柱、酉阳、黔江及相

邻的丰都、忠县形成了三个次高密度区。(2)传统音乐类非遗相对来说分布较为广泛,四大区域均有分布,在主城区、渝东南地区

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梁平和綦江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渝东北地区的云阳、巫山形成次高密

度分布区。(3)市级舞蹈类非遗在重庆西南部的潼南、铜梁、大足地区及主城地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区,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开县、

忠县地区和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是次高密度分布区。(4)重庆市传统美术类非遗在主城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区,密集分布于

北碚、大渡口、渝中区;而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区和主城周边区的大足也是次高密度分布区。(5)市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各区域

内都有分布,也形成了几个高密度分布区,其中主城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分布的高密度区,主要密集分布在渝中区、北碚区。其

次主城周边地区荣昌、合川、永川,渝东南的酉阳、彭水、黔江、武隆;渝东北地区的开县、梁平和忠县等属于次高密度分布区。

(6)曲艺类非遗在主城区、万州形成两个高密度分布区,其次长寿区、涪陵、铜梁、荣昌是次密度分布区。(7)传统戏剧类非遗在

主城区和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形成二个高密度分布核心区,在梁平、巫山、万州、云阳形成四个次高密度分布区。(8)市级民俗

类非遗在主城、主城周边地区的江津和万盛形成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北地区的梁平和丰都、渝西南地区的荣昌、铜梁和大足、

渝东南的四大少数民族自治县形成次密度分布区。(9)医药类非遗在主城形成一个高密集分布区,集中分布在渝中区;在主城周边

地区的涪陵、渝东南地区的彭水和黔江、渝东北的奉节形成三个次密度分布区。(10)体育游艺竞技类非遗在西南地区(主城周边

地区的荣昌、江津、大足)和主城地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万州、梁平形成次密度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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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重庆市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图 

在此,笔者运用 ArcGIS 软件中最邻近距离分析工具分析重庆非遗的空间格局。经计算,重庆市级非遗求 R 值,计算结果 R 为

0.8006,Z 值为-8.662,表明重庆市级非遗在地理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凝聚状态。 

3.3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GeoDa软件,以重庆各地的非遗项目数为基础,计算其空间相关指数为0.126179,Moran′sI>0,表明重庆市非遗项目数在

不同地域空间单元存在正空间自相关。从图 3得出,四象限均有分布,但是一、三象限的非遗数目较多,低值与高值在空间上集聚

分布趋势明显,非遗项目形成多核与组团分布形式,区域之间差异显著,地域性凸显。 

总体上,重庆市非遗呈“中心—外围—两翼”递减的总体空间格局,各区非遗分布地域性明显。这些地方旅游业发展势态良

好,有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产业发展平台,为非遗旅游开发搭建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产业发展平台。 

4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 

进行非遗空间格局研究是非遗旅游开发模式选择的基础和前提。重庆市非遗呈中心(主城)—外围(主城周边)—两翼地区的

分布格局,部分非遗呈团状分布,且大多数非遗具有参与性强、展示性强、体验性强的特征,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空间基础和物

质基础。同时有数据显示,2017 年重庆市接待游客 5.4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300 亿元,而重庆都市旅游共实现游客接待总量

达 2.43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522.24 亿元[34]。由此可见,重庆市旅游和都市旅游发展势态良好,这也为重庆非遗旅游开发奠

定了很好的产业基础和开发平台。 

 

图 3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 Moran'sI指数散点 

4.1 中心外围—两翼“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模式 

重庆市非遗形成“中心—外围—两翼”的空间格局,因传承群体分布规模集中,吸引力越强,越容易形成旅游聚合效应和培

育旅游发展极。而中心地区、外围地区、两翼地区的非遗资源属性、数量、影响力不一样,且每一个区域非遗的类型也具有差异

性,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基础亦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区域适合采用不同的组合方式进行开发。有学者认为非遗旅游资源



 

 8 

可以开发成基础型、提高型、发展型产品[2]等三个层次的产品,其中基础型产品以博物馆、展示馆形式进行开发;提高型产品适合

以实景舞台剧和表演形式开发;而发展型产品宜以艺术节、主题公园的形式展示。所以在主城及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

东北地区非遗聚集区可以推进“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的组合模式,通过非遗+乡村旅游+工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旅游+非遗

文化为引领的复合型产业链。 

4.1.1 中心地区及外围区的开发模式 

该区非遗的数量多、类型齐、级别高,具有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基础好、交通便捷的优势,为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

和现实条件。因此,首先在主城和外围地区的非遗聚集区的城市阳台、山城步道、特色街区等增加以“基础型”非遗文化表达的

休闲元素。其次,可将“提高”+“发展”型非遗与当地的实体景观相结合,在景观中融入这些参与性强的非遗元素,可以让产品

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向游客动态地展示重庆的文化与人文风情,例如川剧、川江号子、木洞山歌、四川竹琴、四川评

书、四川扬琴、四川清音、接龙吹打、金钱板等参与性强和展示性强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类等非遗,可以开发成参与型

或体验型旅游活动项目融入实景旅游景点中。再次,在中心及外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集中聚集区,可以通过现场展示、

图片展示、实物展示、过程解说、互动交流等方式进行,展示包括制作过程、手工成品、历史作品、遗产文化等。例如涪陵榨菜

传统制作技艺、荣昌折扇、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和荣昌陶器制作技艺,都可以向游客通过展示技艺过程来发展工业旅游项目。

因为遗产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的多样性影响旅游体验,展示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助于激发游客对遗产的兴趣。在主城及周边

地区将展示性强的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可开发成旅游商品或工业旅游活动项目,或者可以通过博物馆模式进行展示。综此,中心

外围地区适合采用非遗元素展示+实景表演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静态和动态展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4.1.2 两翼地区的开发模式 

渝东南地区以舞蹈、传统音乐、民俗、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为主,大多属于“提高+发展”型非遗,可以在大仙女山、乌江山

峡、酉阳桃花源、黔江濯水、秀山洪安边城、石柱黄水等精品旅游区通过舞台体验、生活体验、活动体验与旅游活动结合来开

发表演类非遗,在洪安、龚滩、濯水、西沱、郁山等古镇进行手工业类非遗文化展示厅。此外在土家族和苗族聚落地开发土家文

化主题公园、苗族文化生态村,增加土家啰儿调、土家摆手舞、苗族山歌号子、面具阳滩戏等演出,把渝东南地区非遗特色工艺

品、土特产开发成主题会展、老字号等文旅融合的新型业态,同时可以把一些非遗开发成艺术节,例如开展秀山花灯文化艺术节、

酉阳桃花源土家摆手舞节。此外加强非遗旅游与民俗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融合和协作,以此来促进产品升级,丰富旅游

体验。综上,渝东南地区适合采用舞台展示+节庆演出+手工业展示+产业融合的开发模式。 

渝东北地区非遗以民俗、传统音乐、传统手工技艺、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为主,集中在梁平、万州、忠县、丰都等地,该

区可以在旅游景区添加非遗文化元素,在市级特色小镇完善和发展梁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渝州泥塑、渝州竹雕等非遗文化展

示厅,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作品不仅能反映梁平、万州、忠县的民风民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此种产品为重点进行开发,

配合现阶段电子商务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和共同塑造渝东北地区非遗旅游品牌。此外梁平、万州、丰都等地的狮舞、吹打、戏牛

舞、金家功、梁平摊戏、双桂堂庙会、丰都庙会、水龙祈雨等对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每年在旅游旺季时可以增加此类非遗的

表演,也可以结合本地的节庆活动,推广非遗节庆旅游活动。综上,渝东北地区适合采用非遗元素展示+工业展示+电子商务+节庆

演出的开发模式。 

4.2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及旅游开发,历来是学术界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如何找到好的结合点、平衡点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1990

年代,文化生态保护模式在非遗的旅游开发中实现了双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以“遗产丰富,氛围浓

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为目标,把“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目标和理念符合非遗的特征且有利

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对于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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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美好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5]。国家

生态文化保护区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重庆市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提供成功经验和借鉴的起点。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已申报成

功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共有 18 家。2014 年 9 月,国家级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成功。

重庆作为非遗富集的地区,绝大多数非遗集中分布在主城、主城周边区域、两翼等地区,且重庆市非遗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和集

聚性特征,具有建设生态文化保护区的文化基础和地域基础。除了建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还可以考虑建设市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一方面可以使非遗得到较好的传承,另外又可以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

当地居民参与到非遗的旅游开发中来,使非遗的传承更具有可持续性。而重庆市非遗中占主体部分的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这些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再现非遗的实景表演,而且具有高效而艺术震撼力的特征,有较高的互动性和

娱乐性的特征,为生态文化保护试验区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 

4.3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旅游开发模式 

政府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文化遗产是极具近代性的概念,不以国家为顶点的公共机构来做后盾,其成立是

不可能”[36]。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指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和财政实力,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资金的投入

和支持等等,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
[37]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不仅缺失资金,同时欠缺政策等支持。即使是处于经济发达

地区的非遗,同样因为资金的欠缺而处于保护和传承的困境。笔者于 2017 年 1月对重庆堰兴剪纸和北碚剪纸进行实地调研,虽然

这两地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剪纸”非遗的传承面临相当严重的资金欠缺局面,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非遗的传承

资金欠缺的形势则更为严峻,这样势必导致非遗传承濒危。笔者在重庆非遗集聚地调研中得知,这些地区不仅社会资本进入障碍

比较大,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也缺少合作,非遗产业化难以形成规模。这就需要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等,促

进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非遗旅游开发领域,同时通过非遗的旅游开发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4.4 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式 

社区参与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一种思想,在发达国家早已被认为是减少旅游负面影响并为地方社区创作更为良好环境的重要

途径[38]。笔者曾经在重庆北碚和堰兴等地调研,发现当地百姓对本地的非遗了解很少,对非遗的保护、开发表现出很漠然的态度。

大部分居民对非遗概念都认知不足,诸多实际无疑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因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非遗存在的原生文化

空间。有学者认为非遗的保护应由“物”的抢救发展为对“人”的抢救[39],而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当地居民的共同问题,需要全

体居民的共同参与和智力支持,尤其是歌谣、表演、礼仪、技能等非遗不同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人的因素在非遗的保护过程

中更加重要。它们的传承、创新、发展都离不开传承人自身的技巧与素质[40]。所以在重庆市非遗的旅游开发中需要遵循社区参

与、信息与资源共享的原则。这就需要政府鼓励当地社区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教育和普及非遗知识及本地非遗传承的重要意

义;同时政府应当给予当地居民非遗保护和开发的信息、非遗旅游开发的政策咨询;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导当地精英作为合作伙伴、

赋权给本地公民,引导公民逐渐地、完全地参与非遗的旅游开发。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了重庆市非遗的空间分布及旅游开发模式,研究表明: 

(1)重庆市国家级非遗比例较少,市级非遗占主体。在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类占主体

地位,体育游艺竞技类非遗为 0;而市级非遗中占主体的是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而医药、曲艺、

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所占比例较少。 

(2)重庆市国家级非遗呈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形成了以主城为中心,向外围—两翼显著递减的趋势。重庆市级非遗呈总体分

散,集中分布在主城地区,向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呈依次递减的趋势,形成了从中心到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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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非遗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不同类型的非遗形成多核和组团分布态势,区域间差异显著,地域性凸显。 

(3)结合重庆市非遗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非遗结构特征,提出中心外围区、两翼地区“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国家级+省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 

基于空间格局的非遗旅游模式研究是学界极少涉及的领域,本文就此作管窥性探索。通过对重庆市非遗的空间特征分析,进

而掌握重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为重庆非遗旅游开发寻找理论的逻辑起点。重庆非遗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

会经济、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江河文化等共同作用而演变形成的特征,为非遗的保护、继承、开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实

践层面上,将对区域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协同发展产生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同时

也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化振兴,但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需要国家、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且不可忽视的是,非遗开发和非遗保护

诉求不同,在通过旅游开发为非遗提供保护和展示时,要增强保护资金投入,培育社区群众基础,因为如果开发不当,其商业性质

又可能使得非遗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这既是当前非遗研究工作的难点,也是未来深入研究重庆市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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